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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
—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
权益的影响

魏万青　高　伟

作者１：魏万青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区域社会治理创新

中心”（犃狌狋犺狅狉１：犠犈犐犠犪狀狇犻狀犵，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犘狅犾犻犮狔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犌狌犪狀犵狓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作者２：高　伟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区域社会治理创新中

心”（犃狌狋犺狅狉２：犌犃犗犠犲犻，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犘狅犾犻犮狔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犌狌犪狀犵狓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犈犿犪犻犾：

犾犻狊犪＿狑犲犻＿犵犪狅＠１６３．犮狅犿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匹配机制研究”

（１６犅犛犎１２８）的阶段性成果。［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狑犪狊狋犺犲狆犺犪狊犲犱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狅狀

狋犺犲犪犮犮狌狉犪狋犲犿犪狋犮犺犻狀犵狅犳犫犪狊犻犮狆狌犫犾犻犮狊犲狉狏犻犮犲狅犳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犮犻狋犻狕犲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

犾犻犳犲犮狅狌狉狊犲狆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１６犅犛犎１２８），狊狆狅狀狊狅狉犲犱犫狔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

感谢南京大学刘林平教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匿名评审的建议。文责自负。

摘　要：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

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

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

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

现：（１）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２）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

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３）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

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

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

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关键词：农民工　同乡网络　劳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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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犐狀犆犺犻狀犪，狉狌狉犪犾狋狅狌狉犫犪狀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狑犺狅犪狉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犪犿犲

狆犾犪犮犲狅犳狅狉犻犵犻狀狋犲狀犱狋狅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犻狀狋犺犲狊犪犿犲狑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犐犳狋犺犲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犻狊狊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犾狔犱犲狀狊犲，犻狋犿犲犪狀狊狋犺狅狊犲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犫狌犻犾犱狌狆犪狊狅犮犻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

狋犺犪狋犮狅狌犾犱犫犲犱犲犳犻狀犲犱犪狊狀犪狋犻狏犲狆犾犪犮犲犲狀犮犾犪狏犲 （犖犘犈）．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犺犪狊犫犲犲狀

犪犮犺犻犲狏犲犱犻狀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狋犺犲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犖犘犈犻狀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狊狋狌犱犻犲狊．

犠犺犪狋犻狊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 犖犘犈犪狀犱 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犃狀狊狑犲狉狊狋狅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犮犪狀犫犲狉狅狌犵犺犾狔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狕犲犱犻狀狋狅狋狑狅犵狉狅狌狆狊．

犜犺犲犳犻狉狊狋犵狉狅狌狆犻狀犮犾狌犱犲狊犻犿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狋犺犪狋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狀犲狋狑狅狉犽

狅犳犖犘犈犻狊犪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狊狅犮犻犪犾犮犪狆犻狋犪犾狅犳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犪狀犱狆犾犪狔狊犪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狉狅犾犲犻狀狋犺犲

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狅犳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犜犺犲犮狅狀犮犲狆狋狅犳狊狅犮犻犪犾犮犪狆犻狋犪犾犺犪狊犫犲犲狀狌狊犲犱犪狊

犪犳狉犪犿犲狋狅犱犻狊犮狌狊狊犖犘犈犻狀犻犿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犾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犖犘犈犺犪狊狆犾犪狔犲犱犪狀

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狉狅犾犲犳狅狉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狋狅犪犱犪狆狋狋狅狋犺犲犮犻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狋犺犲

“犲狀犮犾犪狏犲狋犺犲狊犻狊”狊狆犲犮狌犾犪狋犲狊狋犺犪狋犻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犫犲狀犲犳犻狋犳狉狅犿狑狅狉犽犻狀犵犻狀犲狀犮犾犪狏犲狊．

犎狅狑犲狏犲狉，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犵狉狅狌狆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犱犾犪犫狅狉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狊狀犲犵犪狋犻狏犲

狆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犖犘犈．犜犺犲狔犲犿狆犺犪狊犻狕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犖犘犈狑犪狊狀狅狋狋狅

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犫狌狋狉犪狋犺犲狉狋狅犵狌犻犱犲狋犺犲犿 犫狔狌狊犻狀犵狊狅犳狋狉狌犾犲狊狅犳

犻狀狋犲狉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犅犪狊犲犱狅狀狆狉犲狏犻狅狌狊狊狋狌犱犻犲狊，狑犲犪狉犵狌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狉犲

狑犪狊狊狋犻犾犾犪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犵犪狆狋狅犳犻犾犾犮狅狀犮犲狉狀犻狀犵犫狅狋犺狊犻犱犲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犻狀，狋犺犪狋犻狊，狋犺犲

犱犪狉犽狊犻犱犲犪狀犱狋犺犲犫狉犻犵犺狋狊犻犱犲狅犳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犠犺犲狀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

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犲犿狆犾狅狔犲狉狊犮狅犿犲犳狉狅犿犪犖犘犈，狋犺犲狔狆狉狅犫犪犫犾狔犲狀狋犲狉犻狀犪狉犲犮犻狆狉狅犮犻狋狔

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犕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犮犪狀犫犲狀犲犳犻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犻狉犲犿狆犾狅狔犲狉狊狑犺犲狀狋犺犲狔犾狅狅犽

犳狅狉犼狅犫狊犪狀犱狆狌狉狊狌犲狆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犃狋狋犺犲狊犪犿犲狋犻犿犲，犲犿狆犾狅狔犲狉狊犮犪狀狆犾犪狔犲犿狅狋犻狅狀犪犾

犮犪狉犱狊狋狅狆犲狉狊狌犪犱犲狋犺犲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狋狅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犲犲狏犲狀犻犳狋犺犲狔犺犪狏犲狋狅狑狅狉犽

狅狏犲狉狋犻犿犲犪狀犱犻狀狋犲狀狊犲犾狔．

犐狀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犱犪狋犪犳狉狅犿犪２０１０狊狌狉狏犲狔狅犳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犻狀

狋犺犲犘犲犪狉犾犚犻狏犲狉犇犲犾狋犪犪狀犱狋犺犲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犇犲犾狋犪，狑犲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犱狑犺犲狋犺犲狉狋犺犲狉犲

狑犲狉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犲狀犮犾犪狏犲狑狅狉犽犲狉狊犪狀犱狀狅狀犲狀犮犾犪狏犲狑狅狉犽犲狉狊犻狀犿犻犵狉犪狀狋

狑狅狉犽犲狉狊’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犠犲犱犻狏犻犱犲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

犻狀狋狅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狉犻犵犺狋狊（犅犚）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狉犻犲狀狋犲犱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犇犚）．

犠犲犳狅狌狀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犖犘犈犪狀犱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犻狊狋狑狅狊犻犱犲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犻狀．犉犻狉狊狋，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犖犘犈犪狀犱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狉犻犵犺狋狊狅犳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狊狌犮犺犪狊犫犪狊犻犮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狉犻犵犺狋狊，犪狉狉犲犪狉狊狅犳

狑犪犵犲狊，狑犪狊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犛犲犮狅狀犱，犲狀犮犾犪狏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犺犪狊犪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狀犲犵犪狋犻狏犲

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狀 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狉犻犲狀狋犲犱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

犆狅犿狆犪狉犲犱狋狅狀狅狀犲狀犮犾犪狏犲狑狅狉犽犲狉狊，犲狀犮犾犪狏犲狑狅狉犽犲狉狊狑犲狉犲犿狅狉犲狅狏犲狉狋犻犿犲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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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狅狉犲犾犻犽犲犾狔狋狅犳犪犻犾狋狅犿犲犲狋狋犺犲犿犻狀犻犿狌犿狑犪犵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犗狌狉狉犲狊狌犾狋狊犻犿狆犾犻犲犱狋犺犪狋犾犪犮犽狅犳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犮犲狅狀

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狊狔狊狋犲犿 狑犲狉犲狏犲狉狔犾犻犿犻狋犲犱犻狀犻犿狆狉狅狏犻狀犵狋犺犲狉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狅犳

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狀犪狋犻狏犲狆犾犪犮犲犲狀犮犾犪狏犲狊，犿犻犵狉犪狀狋狑狅狉犽犲狉狊’狉犻犵犺狋狊

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

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同乡网络被视为是影响农民工权益状况的重要因素，是

农民工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强国家、强市场的发展主义语境中，以同乡

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甚至被认为是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落实不

到位的条件下，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改善权益状况，适应激烈市场竞

争的关键因素。然而，关于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研究，无论是

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方法层面，虽然关系网络

对农民工求职、收入与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几乎已成定论，但既有研究

主要从整体上评估社会网络是否有用，忽视了网络的异质性与复杂性

（张春泥、刘林平，２００８）。理论层面要回应的问题是，移民研究往往强

调族群或同乡网络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全球资本“逐底竞争”的市场环

境下，面对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雇主或资方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内在动

力何在？而来自劳工研究的批评是，这种基于同乡或族裔认同的族群

网络是资本制造同意与剥夺劳工的工具。那么，同乡关系究竟是保护

了农民工的权益还是只是剥夺农民工权益的工具？

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文关注企业内部网络———“雇主—

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在梳理移民研究与劳工研究关

于族群、同乡网络关系对劳工权益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组

竞争性假设，并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

证。研究发现，“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是复杂的。

一方面，这种网络关系保护了农民工的基本人身权益更少受到侵害，对

农民工的底线权益发挥着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了更多的超时

加班，更少符合最低工资标准，损害了农民工的基本制度性权益。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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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的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并无显

著影响。在克服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这意味着，同乡

网络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非常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剥

夺农民工的工具，影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与发展型权益的实现。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同乡关系究竟如何影响农民工权益？以往研究存在不同的观点。

移民研究更多地强调同乡关系网络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而劳工研究

则认为这种群体认同是资本剥削劳工、侵害劳工权益的工具。

（一）社会网络与劳工权益：移民研究的视角

社会网络是影响劳动力迁移与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犕犪狊狊犲狔，

１９９０；犔犲犲，犲狋犪犾．，２０１４）。由于社会网络能降低移民迁移的成本和风

险，增加移民预期净收益，因此移民更倾向于迁移到他们有社会网络关

系的目的地；移民的社会网络也会吸引更多的移民，导致其社会网络在

迁移地不断扩张（犕犪狊狊犲狔，犲狋犪犾．，１９９３：４８）。随着网络的扩张，非族

裔群体也会被包括进来，通过这些网络，移徙者可以在当地经济中获得

新的机会，并了解目的地的文化生活方式。因此，移民社会网络成为移

民适应社会与文化融合的催化剂（犓狀犻犵犺狋，犲狋犪犾．，２０１７）。在经典移民

理论中，新移民要么向上融入中产阶级主流社会，要么向下融入底层社

会，而族裔网络提供了移民融入的“第三条道路”———选择性同化。移

民通过族群网络（在种族企业就业、聚集居住）形成保护带，在经济上获

得较好的收入回报，进而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犅狅狀犪犮犻犮犺，１９８７；犘狅狉狋犲狊

犪狀犱犑犲狀狊犲狀，１９８７）。研究者认为，新移民与当地底层民众杂居，在劳动

力市场上难免遭遇歧视，其后代社会化容易受到底层亚文化的不良影

响，而移民以族群聚集的方式组织起来，不仅有利于抵御底层亚文化的

不良影响，亦能在同种族的经济体中获得相对公平的经济机会（犣犺狅狌，

１９９７）。因此，这种基于族群的网络能够对移民权益起到保护作用，帮

助少数族裔家庭创业，促进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与经典同化理论认为

种族隔离阻碍、延缓了少数族裔经济成功不同，这些观点强调移民可以

从种族网络中获得经济与福利回报，成为“分割同化理论”的重要基础，

为美国新移民的社会融合提出了有力的解释框架（有关分割同化理论

可参见犣犺狅狌，１９９７。中文综述可参见狄金华、周敏，２０１６）。

·３６１·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迁移一般被视为移民的特殊类型（蔡禾、

王进，２００７）。中国人口流动中也存在类似族群网络———以同乡为纽带

的迁移，在迁入地或工作地形成同乡网络（代表性研究有刘林平，２００１；

唐灿、冯小双，２０００；王汉生等，１９９７）。这也使得农民工在工厂中被各

种同乡网络包围（犘狌狀，１９９９）。国内大部分研究对同乡网络的作用持

正面看法，同乡网络被视为农民工的重要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求职、收

入与社会融合具有积极影响（犣犺犪狀犵犪狀犱犡犻犲，２０１３，２０１６；魏万青，２０１６；

张春泥、刘林平，２００８；张鹂，２０１４），甚至成为在企业内部落实劳工组织

权与谈判权的重要推动因素（汪建华等，２０１５）。

具体而言，同乡网络对农民工权益影响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

面：一是信息机制。对移民或农民工而言，利用同乡网络带来的信息优

势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条件更好、工资收入回报更高的工作；对

雇主而言，通过熟人网络能找到工作能力更强、更称心的员工

（犕狅狀狋犵狅犿犲狉狔，１９９１；张春泥、刘林平，２００８；叶静怡、周晔馨，２０１０）。二

是信任机制与维权成本。蔡禾与贾文娟（２００９）的研究指出，即便是欠

薪高发的建筑行业，“亲戚、老乡等社会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

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工资欺瞒行为，在这些人之中也很少发生包工头

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同乡关系降低了侵权维权的成本，被欠薪的工

人认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也相对容易。三是

人情机制的作用。社会网络是一种互惠网络，以同乡、亲戚网络为基础

进行招募管理的工厂企业，同乡网络或亲戚关系更多地成为劳动控制

的绊脚石，“在层层叠叠的社会网络交织之下，威吓性的劳动控制变得

模糊、暧昧且处处受阻”（彭窻，２００７）。因此，在人情法则的作用下，企

业内同乡网络事实上对农民工的权益起到了保护作用，劳动过程中的

人身侵权等恐吓性控制手段较少被采用。

总之，这些研究认为，同乡网络对农民工权益有着积极的影响。基

于信息优势，农民工能找到与自身要求更为匹配、条件更好的工作；基

于成本机制，雇主—工人同乡关系降低了恶意欠薪的可能性，也有利于

农民工以较低的成本去维护权益；基于人情机制，网络双方的角色定位

与期盼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雇主对农民工采取侵犯人身权益的过激手段。

移民研究强调同乡网络的积极作用也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

批评者（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犖犲犲，１９８７）指出，族群网络中的文化性认同也是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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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拒绝工会组织，维持低薪血汗工厂的工具。在族群企业中，劳资双方

存在竞争性利益，雇主利用亲缘和地缘关系剥削同种族工人获利，对移

民而言，这种嵌入性可能导致个体纠结于个体责任与义务，从而影响了

其进一步发展。同样的争论在中国也有体现，比如项飚（２０００）对“浙江

村”的研究描述了同乡网络对突破僵硬社会管理体制、营造“新社会空

间”的积极作用，看到的是这种族群网络的潜力，而在其后来对印度犐犜

工人的研究中，则反思了这种族群网络对技术移民的控制和剥削

（项飚，２０１２）。

（二）强制与剥夺：生产政治理论视角下的同乡网络与劳工

　 权益

　　劳工研究对族群网络更多地持反思与批判色彩，认为基于种族或

同乡的族群网络对新移民的影响是复杂的，它可能为移民提供帮助，也

可能是雇主对新移民进行剥夺和侵权的工具。

生产政治理论为我们理解族裔、同乡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提供

了一个富有价值的视角。布若威（２００８）的生产政治理论将生产政体分

为两类：强制主导的专制政体和自发性同意主导的霸权政体。在中国

劳工研究中，研究者将同乡网络等社会因素纳入生产政体理论。在该

视角下，同乡网络不仅影响到农民工个体利益，也成为企业内部控制的

重要手段。李静君（犔犲犲，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在对华南女工的研究中发现，同

乡网络作为传统文化资源被资方利用，成为塑造性别政治与身份政治、

对劳工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进入工厂之前，女工的求职主要依靠同乡

网络关系；进入工厂之后，又被男性管理者管理，而生产线上的男性管

理者很有可能是女工的兄长或舅父。在这里，资本主义劳动控制与中

国传统文化（父权、同乡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工厂、车间“专

制劳动体制”，扣薪等惩罚措施成为管理工人的主要方式，工人合法权

益屡屡被侵犯。潘毅（犘狌狀，２００５：５４６３）基于深圳一家电子厂的田野研

究也发现，女工进入工厂之后总是被各种同乡网络所包围，这种网络关

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关于性别文化）一道被资方所利用，引导女

工从“农村的身体”向“工业身体”转化，塑造了女工的性别意识与身份

认识，而这种性别意识又为资方剥削劳工提供了合法性资源，成为控制

劳工的重要手段。彭窻（２００７）的研究提供了制造业的例证，揭示了同

乡网络如何将劳资矛盾转移为个体之间的矛盾。首先，工人往往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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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招募，与管理者存在同乡、亲戚等各种社会关系。如果工人不努力

劳动，就会被管理者认为“不会做人”。其次，在工厂生产过程中，个体

劳动也与社会网络、个体情感纠缠在一起。流水线上的个人懈怠会导

致其他工人不能“下早班”而拖累别人，加班、持续的高强度劳动在社会

关系的形塑下成为“会不会做人”、“拖累别人”的私人关系，劳动过程中

的资本剥削被遮蔽了，劳工的剥夺感被降低了。这种基于同乡情感认

同基础上的控制，实质上强化了组织控制力，促成了 “赶工游戏”和高

强度加班，侵害着劳工的权益。

（三）同乡关系与农民工权益：进一步讨论

综上，虽然移民研究和劳工研究对社会网络的意义观点相左，争论

也一直存在，但却很少直接通过经验数据对话。在具体研究中，关于同

乡网络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大多是在其他议题中间接提及，零碎且不

深入。因变量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同乡网络对收入的影响，忽视了

同乡网络对农民工欠薪、合同签订等其他权益的影响。而在对同乡关

系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是从整体上评估同乡网络是否有用，忽视了网

络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也很少对工作场所内部与外部的同乡网络进行

区分（张春泥、刘林平，２００８）。正是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企业内部同乡

网络———“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尝试分析其对劳工权益的影响。然

而，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

澄清。

第一，劳工权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是指处于社会劳动关

系中的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基本权益（常

凯，１９９５），既包括劳动合同、工资福利、工作条件以及养老、医疗保险等

方面的个人权益，也包括由劳动者集体行使的权利，如劳动团结权、集

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常凯，２００２）。事实上，“雇主—工人同乡”网络

对不同层次的劳工权益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如果 “雇主—工人同乡

关系”抑制劳工参加工会（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犖犲犲，１９８７）与集体行动的可能

（犠犲犻犪狀犱犌犪狅，２０１８），这也意味着依托工会的集体权益———集体谈判

权———也会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劳工的个体权益，如工资福利

与社会保障等权益的实现。而在有关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研究者主要

关注个体层次的权益（孙中伟、何霞旭，２０１２；刘林平、郑广怀、孙中伟，

２０１１；邵敏、包群，２０１３）。从权益层次来看，个体层次的劳工权益又可

·６６１·

社会·２０１９·２



以分为旨在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底线型权益”与旨在提升农

民工福利的“发展型权益”（蔡禾，２０１０）。此外，鉴于中国农民工权益

状况的现实，研究者往往把工作过程中是否遭遇强迫劳动、罚站、搜身、

拘禁等人身权益受损情况的基本人权也包括进来（万向东、刘林平、张

永宏，２００６；刘林平、雍昕、舒盼盼，２０１１）。如果把人身权益称为“底线

权益”，把蔡禾（２０１０）所提及的劳动合同保护的权益称为“基本权益”，

那么，对劳工个体权益的讨论可区分为三个层次：底线权益、基本权益

和发展型权益。

第二，影响机制的复杂性。界定了劳工权益层次与类型后，还需要

对“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如何影响劳工个体权益进行阐明。移民

研究文献主要强调族群、同乡网络是迁移群体的重要社会资本，有助于

促进迁移群体的社会融合，提升其劳动力市场回报，而人情机制的作用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管理者和资方采取过激手段侵犯移民或农民工

的权益。也就是说，“雇主—工人同乡”关系降低了农民工权益受损风

险。但具体研究中，文献主要强调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中的人

情机制对劳工个体权益中的底线权益的保护，如彭窻（２００７）的研究指

出，管理者与农民工的同乡或亲属关系是劳动控制的绊脚石，“在层层

叠叠的社会网络交织之下，威吓性的劳动控制变得模糊、暧昧且处处受

阻”。这些权益在劳工个体权益中属于基本人权，事实上，自２００４年

起，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制造业工厂原有厂规中诸多惩罚性条款

因不符合新的法律制度的要求而被逐步废除。如果将劳工个体权益拓

展到劳动法所规定的其他基本权益，如合同签订、超时加班、最低工资

标准等，这种网络关系中的人情机制对基本权益的影响则呈现出另一

幅脸孔。正如族群理论批评者所指出的，族群网络中的文化性认同也

是雇主拒绝工会组织，剥削工人，维持低薪血汗工厂的工具（犛犪狀犱犲狉狊

犪狀犱犖犲犲，１９８７）。在这种同乡网络关系中，如果劳工不努力劳动（如不

愿加班），就会被管理者认为“不会做人”（彭窻，２００７）。这也意味着即

便雇主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如超时加班等），“会不会做

人”也会对劳工是否抗争（举报）产生影响，进而为管理者落实劳动合同

法等相关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需要超时

加班的领域（如路桥建筑），管理者（包工头）常常依赖同乡关系招募、管

理劳工（蔡禾、贾文娟，２００９）。事实上，无论是人身权益还是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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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都属于劳工的基本权益类型（蔡禾，２０１０），但人身权益与基本人

权、生存权相关，属于底线型保护，因此我们称为底线权益，而将合同签

订、超时加班、最低工资标准等界定为基本权益。当我们将个体权益进

行区分，就会发现“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呈现出不同的脸孔：它一

方面保护了劳工的底线权益，另一方面却又成为基本权益落实与保护

的“绊脚石”。

那么，“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是如何影响劳工的发展型权益

的呢？发展型权益主要与两种机制有关：集体谈判权和相对剥夺感（蔡

禾，２０１０）。从集体谈判权机制来看，工会是推进集体谈判的载体（孙中

伟、贺霞旭，２０１２），但“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会阻碍工会的组建

（犛犪狀犱犲狉狊犪狀犱犖犲犲，１９８７）；从相对剥夺感机制来看，相对剥夺感越强，越

有可能促进工人集体行动，推动企业改善工人工作环境与劳工待遇，提

升劳工的发展型权益，但既有研究指出，“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对

降低劳工的相对剥夺感有显著作用（犠犲犻犪狀犱犌犪狅，２０１８）。因此，无论

哪种机制均意味着，“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无法对劳工的发展型

权益起到积极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对劳工权益的影响存在多

副脸孔：一方面，这种网络关系对劳工的底线权益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

（假设１），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正式制度落实的绊脚石，阻碍了劳工基

本权益的实现（假设２）。与此同时，由于“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关系

降低了劳工的相对剥夺感和组建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可能性，因此也

无法提升劳工的发展型权益（假设３）。

三、数据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与变量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

践研究”课题组２０１０年珠三角、长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该数

据是一个“企业—雇员”匹配数据，收集了农民工与雇主、直接管理者、

工友的同乡身份信息以及农民工权益状况、权益受损的详细信息。数

据采取分层抽样方法，以城市年鉴中外来人口比例作为样本分配根据，

控制了性别、行业和地区分布。调查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月在珠三角、长

三角１９个城市进行，发放问卷４２５４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１５２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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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刘林平、雍昕、舒玢玢，２０１１）。

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劳工权益，主要探讨农民工的个体权益。

综合以往对劳工权益的划分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具体分析三个

层次的权益：底线权益、基本权益和发展型权益。（１）底线权益，主要是

指人身权益与获得劳动报酬权益。前者主要指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是

否遭遇过强迫劳动、罚站、搜身、拘禁等情况，简称人身权益；后者指是

否遭遇欠薪、无故扣薪等工资权益受损的情况。两者合计即为底线侵

权状况。（２）基本权益，这里主要指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遭遇超时

加班、是否满足最低工资标准。这些都是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内容。按

照劳动合同法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假期的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３６

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即每月不少于４

天）。据此，本文对超时加班的界定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将每月加班超

过３６小时、每月休息不足４天，两者满足其一就视为超时加班（超时加

班犃）；二是两者同时满足，视为超时加班（超时加班犅）。相对于前者，

后者是一种劳动强度更大的加班，为了叙述方便，下文简称超强度加

班。借鉴孙中伟、舒玢玢（２０１１）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操作方法，我们首先

基于调查城市所在省市劳动厅公布数据获得各城市在２０１０年执行的

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然后与农民工的月均工资相比较，如果月均工资低

于所在城市最低工资，即为不满足最低工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

操作方法具有较大的误差，因为月均工资是农民工自我汇报的估计数

字，缺少是否包括缴纳社保金等信息。（３）发展型权益，主要是指社会

保险与社会福利方面的权益，问卷中具体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带薪休假、病假工资、产假工资八项指标。

在变量处理过程中，一是将八项指标全部包括，每一项指标一分，加总

形成社保福利指数犃；二是考虑到男女差异，不含产假工资、生育保险，

形成社保福利指数犅。此外，我们也根据每一项指标逐一构建相应的

二分变量。

自变量。关键自变量为“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同乡”的界定

可以从情感与地域两个维度进行，但单一情感认同维度会导致同乡关

系“边界富有弹性”（犘狌狀，２００５：５６），而单一地缘概念也会导致同乡缺

少文化性、情感性内涵。本文在操作上结合情感与地域两个维度进行

界定。首先是情感上的认同，即需受访者认为企业老板（雇主）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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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在此基础上按照地域层级分为同市（地级市）、同镇（包括乡）类

型，由此形成雇主—工人同乡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类型：同市、同镇关系

集。为表述方便，下文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简称为“同乡关系”或

“同乡组”。

控制变量。企业层面包括企业性质、规模、行业等，个体层面包括

性别、年龄、教育、工作经验、求职方式（是否依靠熟人求职）、是否初职、

务工目的是否为发展型务工等。其中，受访者对务工目的的回答，如选

择“为了自己更好的发展”，则编码为发展型务工。同时，还通过务工所

在地控制区域差异。

（二）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基本信息如表１所示。为方便比较，表１给出了全部企业样

本和私营个体企业样本的基本情况。从全部企业样本可看出，农民工

的权益状况堪忧，约有９．４％受访农民工表示在劳动过程中曾遭遇强

迫劳动、危险作业、罚站罚跪、搜身等人身侵权行为。约有７％的农民

工表示与现有企业曾发生扣薪、欠薪等薪资纠纷。超时加班现象非常

普遍，７６．７％的受访者每月加班超出３６小时或每月休息不到４天，其

中，６６．１％的受访者反馈每月加班超过３６小时，３７．３％的受访者每月

休息不到４天，两者同时满足的超时加班的比例也高达２６．３％。另

外，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为６７．１％，最低工资标准达标率为９５．９％。发

展型权益方面，社保福利指数犃与社保福利指数犅得分分别为３．０３７

和２．４９０，不到总分的一半。由于本文主要分析雇主和工人同乡网络

关系的影响，因此，进入分析的样本是私营个体企业样本（子样本）。子

样本中，与雇主存在同乡网络关系的农民工比例不高，两者来自同一地

级市或同一乡镇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９％和６％。从劳工权益保障来看，

子样本中的问题更为严重，自我报告工资纠纷的样本占比７．８％，每月

加班超出３６小时或每月休息不到４天的比例高达８０％，签订合同的

比例不到６０％。

基于“雇主—工人同乡”概念内涵可知，当资方为外资、国资时，农

民工是无法与雇主存在同乡关系的，因此，“雇主—工人同乡”是针对私

营企业、个体户等“内资非公企业”而言的。表１列出了“内资非公企业”

子样本农民工信息。在子样本中，同乡组所占比例有所提升，同省、同

市、同县、同镇所占比例分别为１４．３％、１０．９％、８．１％、６％。农民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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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名
全部企业样本

均值 标准差 个案数

私营个体企业样本

均值 标准差 个案数

底线权益

人身侵权 ０．０９４ ０．２９２ ４１５２ ０．０９４ ０．２９１ ２６７９

工资纠纷 ０．０７１ ０．２５７ ４１５２ ０．０７８ ０．２６８ ２６７９

基本权益

超时加班犃 ０．７６７ ０．４２３ ４１５２ ０．７９８ ０．４０２ ２６７９

＞３６小时／月 ０．６６１ ０．４７４ ４１５２ ０．６７５ ０．４６９ ２６７９

＜４天／月 ０．３７３ ０．４８４ ４１１７ ０．４４１ ０．４９７ ２６５４

超时加班犅 ０．２６３ ０．４４０ ４１５２ ０．３１３ ０．４６４ ２６７９

合同 ０．６７１ ０．４７０ ４１４９ ０．５８１ ０．４９４ ２６７７

最低工资标准 ０．９５９ ０．１９９ ４１５２ ０．９４７ ０．２２４ ２６７９

发展型权益（社保福利）

社保福利指数犃 ３．０３７ ２．７５３ ４０８７ ２．４８８ ２．５７８ ２６３５

社保福利指数犅 ２．４９０ ２．１４７ ４１０４ ２．０７８ ２．０４４ ２６４３

病假工资 ０．３６０ ０．４８０ ４１４９ ０．３０６ ０．４６１ ２６７７

带薪休假 ０．４１４ ０．４９３ ４１４８ ０．３４０ ０．４７４ ２６７６

产假工资 ０．３３０ ０．４７０ ４１３１ ０．２４１ ０．４２８ ２６６７

医疗保险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０ ４１１５ ０．４１８ ０．４９３ ２６５１

养老保险 ０．４４１ ０．４９７ ４１１６ ０．３６１ ０．４８０ ２６５２

工伤保险 ０．５２１ ０．５００ ４１０８ ０．４５３ ０．４９８ ２６４６

失业保险 ０．２５６ ０．４３６ ４１１３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３ ２６５０

生育保险 ０．２１８ ０．４１３ ４１１１ ０．１７２ ０．３７８ ２６５０

雇主—雇员同乡关系

同市关系 ０．０８７ ０．２８２ ４１１９ ０．１０９ ０．３１２ ２６５５

同镇关系 ０．０４８００．２１３ ４１１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８ ２６５５

女性 ０．４５８ ０．４９８ ４１５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７ ２６７９

年龄 ３１．４３ ９．５０８ ４１５２ ３１．５１ ９．５１８ ２６７９

教育年限 １０．２１ ２．７６０ ４１５２ ９．９７２ ２．７２６ ２６７９

工作经验 ８．２４５ ６．４７４ ４０９７ ８．２０１ ６．４１５ ２６３７

工作经验平方 １０９．９ １６５．９ ４０９７ １０８．４ １６３．１ ２６３７

熟人求职 ０．４９０ ０．５００ ４１５２ ０．５１１ ０．５００ ２６７９

工作流动 ０．６７３ ０．４６９ ４１５１ ０．６９１ ０．４６２ ２６７８

发展型务工 ４．５５８ １．７６２ ４１４７ ４．５６６ １．７９９ ２６７６

企业规模

＜１００人 ０．３２２ ０．４６７ ４１０６ ０．４２４ ０．４９４ ２６４７

１００—２９９人 ０．２３１ ０．４２２ ４１０６ ０．２５３ ０．４３５ ２６４７

３００—９９９人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３ ４１０６ ０．１９０ ０．３９３ ２６４７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人 ０．１２５ ０．３３１ ４１０６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１ ２６４７

≥３０００人 ０．１１８ ０．３２２ ４１０６ ０．０５２００．２２２ ２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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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重工业 ０．３６２ ０．４８１ ４１２３ ０．３３３ ０．４７１ ２６６２

轻工业 ０．２６５ ０．４４１ ４１２３ ０．２８１ ０．４５０ ２６６２

生产服务房产金融业 ０．０４１ ０．１９９ ４１２３ ０．０３６ ０．１８６ ２６６２

建筑业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１ ４１２３ ０．０７６ ０．２６４ ２６６２

生活服务业 ０．０９５ ０．２９４ ４１２３ ０．１０９ ０．３１２ ２６６２

其他服务业 ０．１５６ ０．３６３ ４１２３ ０．１６５ ０．３７１ ２６６２

企业性质

国有集体 ０．０９７ ０．２９５ ４１２１ － － －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８４ ０．２７８ ４１２１ － － －

港澳台资 ０．１０５ ０．３０７ ４１２１ － － －

欧日美外资 ０．０７２ ０．２５８ ４１２１ － － －

私企 ０．５７３ ０．４９５ ４１２１ ０．８９２ ０．３１１ ２６４８

个体 ０．０７０ ０．２５５ ４１２１ ０．１０８ ０．３１１ ２６４８

务工所在地

广东珠三角 ０．４９３ ０．５００ ４１５２ ０．４７１ ０．４９９ ２６７９

江苏省 ０．１９６ ０．３９７ ４１５２ ０．１８４ ０．３８７ ２６７９

浙江省 ０．１７４ ０．３７９ ４１５２ ０．２０２ ０．４０１ ２６７９

上海市 ０．１３７ ０．３４３ ４１５２ ０．１４３ ０．３５０ ２６７９

　注：生产服务房产金融业，即生产性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的简称。

权状况也略有提升，其中报告人身侵权、工资纠纷比例分别为９．４％、

７．８％。基本权益方面，子样本农民工超时加班或超强度加班的比例更

高，而劳动合同签订率、最低工资标准达标率更低。发展型权益方面，

子样本中社保福利指数 犃得分为２．４８８，社保福利指数 犅得分为

２．０７８，远低于全体样本。此外，子样本农民工平均年龄略高于全样本，

而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略低于全样本。

（三）研究策略与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除发展型权益，即社保福利指数外，其他与权益相关

的变量均是二分变量，故采用二项犔狅犵犻狋模型较合适。因变量社保福

利指数为连续变量，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比较适合，其表达式不再列出。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其一，正如前文所指

出的，工作场所的同乡网络形成并非一个随机过程，估计同乡关系的影

响还需考虑样本选择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在社会

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倾向值匹配法（狆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狊犮狅狉犲犿犪狋犮犺，简称

犘犛犕，可参见犅犲犮犽犲狉犪狀犱犐犮犺犻狀狅，２００２），基于匹配后数据进行回归，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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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同乡网络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犘犛犕是建立在可忽

略性假设（犻犵狀狅狉犫犻犾犻狋狔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狊）基础上，能解决可观察的样本选择

性偏误，但无法解决不可观察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其二，本文对同乡

网络的操作进一步细分，区分为同省、同市、同县、同镇网络关系，由于

两种方法的结果均比较稳健，故在正文中不再汇报相关结果。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同乡网络”与农民工底线权益

首先来看同乡网络对农民工底线权益状况的影响。表２显示，“雇

主—工人同乡关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底线权益受损风险，假设１得到

了很好的支持。

表２：雇主—工人同乡网络与劳工底线权益（人身侵权、欠薪纠纷）

人身侵权模型

同市 同镇

欠薪纠纷模型

同市 同镇

同乡网络 －０．８２８ －０．７４８ －０．５８０ －０．６３１

（０．２８７） （０．３６４） （０．２８３） （０．３６８）

女性 －１．０９４ －１．０８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２）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教育水平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工作经验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熟人求职 －０．２２９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４ ０．３２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６）

工作流动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７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６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４）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９）

发展型务工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企业规模（参照组：≤９９人）

１００—２９９人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１）

３００—９９９人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３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４）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５）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人 －０．５７８ －０．５４６ －０．８６６ －０．８５０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３）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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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０００人 －０．９５３ －０．９１７ －１．２７４ －１．２５３

（０．４３８） （０．４３８） （０．５９９） （０．５９９）

私企（参照组：个体及其他企业） ０．３２７ ０．３３２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９

（０．２６５） （０．２６５） （０．２９４） （０．２９４）

行业（参照组：重工业制造业）

轻工业 ０．２８９ ０．２９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１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１）

生产服务房产金融业 ０．４４７ ０．４４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５５） （０．４５１） （０．４５１）

其他服务业 ０．６５７ ０．６１９ ０．８２２ ０．８１０

（０．２６２） （０．２６１）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６）

建筑业 ０．４１２ ０．３８８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９）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２）

生活服务业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０．１８８ －０．２０７

（０．２３４）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１） （０．２６０）

务工地（参照组：珠三角）

江苏省 －０．９１４－０．９１７－１．３７６－１．３８５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３）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１）

浙江省 －０．５４８－０．５２９－０．３３４ －０．３２４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０）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１）

上海市 －０．４１０ －０．４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５）

截距 －０．９３２ －０．９２５ －４．１３０－４．０９７

（０．５９９） （０．５９５） （０．６８２） （０．６７９）

个案数 ２５４７ ２５４７ ２５４７ ２５４７

犮犺犻２（２１） １１３．７４ １０８．８７ ７４．６４ ７３．３１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狆＜０．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１，双尾检验。下同，

不再一一标注。

　　人身侵权模型中，与雇主同市、同镇关系相应的犔狅犵犻狋回归系数分

别为－０．８２８、－０．７４８，方向与假设１预期一致，且均在５％的水平上

显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乡组农民工人身权益受损的发生

比分别是非同乡组的０．４４倍、０．４７倍。这说明，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

身权益具有保护作用，能显著降低农民工人身权益受损的风险。

欠薪纠纷模型中，同省、同市、同县关系相应的犔狅犵犻狋回归系数分

别为－０．５８０、－０．６３１，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假设１得到了较好的支

持，说明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能显著降低农民

工遭遇欠薪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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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中，性别影响系数均显著，女性相对男性农民工遭遇人身

侵权风险更低。教育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农民工人身侵权

的风险，但对工资纠纷的影响不显著。企业规模、企业行业、务工地区

等对农民工是否遭遇侵权行为均有一定影响。其中企业规模越大，农

民工遭受底线侵权的风险越低，珠三角地区相对于长三角地区（上海、

江苏、浙江）农民工被侵权的风险更高。

（二）“雇主—工人同乡”网络与农民工基本权益

表３给出了不同层次的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是否与企业签订劳动合

同、工资是否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劳动合

同模型，还是最低工资标准模型，不同层次同乡网络的犔狅犵犻狋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负，且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同乡组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发

生比率要显著小于非同乡组农民工。统计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假设２。

劳动合同模型中，同市同乡与同镇同乡变量对应的犔狅犵犻狋回归系数分

别为－０．６６２、－０．６６１，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控制了

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与雇主是同市同乡、同镇同乡组的农民工，签订合

同的发生比率分别是非同乡组农民工的０．５１５倍、０．５１６倍。最低工

资标准模型中，从与雇主同市到同镇，不同类型同乡网络的犔狅犵犻狋系数

分别为－０．７８１、－０．９２，均显著为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乡

组（同省、同市、同县、同镇）农民工工资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发生

比率相对于非同乡组分别低５４．２％、６０．２％，也就是说，同乡关系对农

民工工资是否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有显著的负效应。

表３：与雇主同乡关系对基本权益（是否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签订劳动合同）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模型

同市 同镇

劳动合同签订模型

同市 同镇

同乡网络 －０．６６２ －０．６６１ －０．７８１ －０．９２１

（０．１５３） （０．２０３） （０．２４７） （０．２８７）

女性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４ －０．７６８ －０．７５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教育水平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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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作经验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熟人求职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２）

工作流动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１）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８）

发展型务工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企业规模（参照组：≤９９人）

１００—２９９人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９ ０．５９９ ０．６０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７）

３００—９９９人 １．７７２ １．７７２ ０．６１２ ０．６０９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４） （０．２８４） （０．２８４）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人 ２．２０３ ２．２２４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４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７） （０．７３３） （０．７３２）

≥３０００人 ３．２３８ ３．２５９ ０．５１４ ０．５４９

（０．３７５） （０．３７５） （０．４８７） （０．４８６）

私企（参照组：个体及其他企业）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１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５）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０）

行业（参照组：重工业制造业）

轻工业 －０．３５２－０．３５７－０．１５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８）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８）

生产服务房产金融业－０．２９１ －０．２８８ －１．１７０ －１．１９１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５） （０．４６１） （０．４５８）

其他服务业 －１．６４２－１．６７３－０．２０８ －０．２１４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５） （０．４６０） （０．４６０）

建筑业 －０．７３６－０．７５２－０．５８７ －０．６０１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５） （０．３３１） （０．３３１）

生活服务业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２ －１．１２５－１．１６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５） （０．２６９） （０．２６９）

务工地（参照组：珠三角）

江苏省 ０．８３４ ０．８２３ １．１３４ １．１０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０）

浙江省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３４２ ０．３３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６）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８）

上海市 ０．７５９ ０．７４７ ０．５９９ ０．５８９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６７）

截距 －１．６２２－１．５７３ ２．０６５ ２．１１６

（０．４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７７２） （０．７７８）

个案数 ２５４５　 ２５４５　 ２５４７　 ２５４７　

犔犚犮犺犻２（２１） １５３．２３　　１５３．２３　　６５１．８７　　６４３．８８　　

犘狊犲狌犱狅犚２ ０．１４２８　　０．１４２８　　０．１８８６　　０．１８６３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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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乡关系对劳工基本权益的负面影响还体现在超时加班方面。表

４的超时加班犃模型主要汇报了与雇主同乡网络关系对每月加班时间

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体特征、企业特征与地区差异后，与雇主同乡（从同

省到同镇）农民工超时加班的发生率比非同乡组农民工分别高３８．５％、

４２．９％、５９．２％、５９．５％。同乡网络关系组中劳工超时加班发生比率显

著高于非同乡组。相对于超时加班犃，超时加班犅是更为严重的超时。

统计结果与超时加班犃模型类似，从同省到同镇，同乡网络关系的

犔狅犵犻狋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雇主有同乡关

系的农民工超强度加班的发生比率更高。假设２得到支持。

表４：与雇主同乡关系对劳工基本权益的影响（超时加班）

超时加班犃模型

同市 同镇

超时加班犅模型

同市 同镇

同乡网络 ０．３５７ ０．４６７ ０．３６８ ０．３７４

（０．１８７） （０．２６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２）

女性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年龄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教育水平 －０．１２８－０．１２６－０．１４４ －０．１４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工作经验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熟人求职 ０．２３２ ０．２３８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１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１）

工作流动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６５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８）

发展型务工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企业规模（参照组：≤９９人）

１００—２９９人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４ －０．３７８ －０．３８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５）

３００—９９９人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６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９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人 ０．２２７ ０．２１９ －０．３４５ －０．３６０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３０００人 －０．２５７ －０．２６４ －０．４５３ －０．４６８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０）

私企（参照组：个体及其他企业）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０ －０．３０３ －０．３０５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４）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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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参照组：重工业制造业）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７

轻工业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１ －０．２９４ －０．２９２

生产服务房产金融业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５） （０．２６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其他服务业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９）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４

建筑业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９）

－０．２６３ －０．２５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６

生活服务业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２）

务工地（参照组：珠三角） －０．３３４ －０．３２７－０．２８９ －０．２８１

江苏省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４ －０．２８９ －０．２９４

浙江省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１）

－０．６４９－０．６４５－０．８９８－０．８９３

上海市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８）

２．１９４ ２．１６１ ０．７２４ ０．７０４

截距 （０．４５７） （０．４５７） （０．３７９） （０．３７９）

个案数 ２５４７ ２５４７ ２５４７　 ２５４７　

犔犚犮犺犻２（２１） １１３．６５ １１３．２６ １８３．４６ １８１．０６

　　整体而言，雇主—工人同乡关系阻碍了劳动者对一些更基本的法

定权益的追求，从而成为侵害劳动者基本劳动利益的工具。假设２得

到了数据很好的支持。

（三）“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对农民工发展型权益的影响

“雇主—工人同乡”网络对农民工发展型权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呢？我们根据问卷中农民工是否享有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带薪休假、病假工资、产假工资等八项社保或福利

的情况，形成了社保福利指数犃；排除产假工资与生育保险两项指标后

形成社保福利指数犅，用以衡量农民工发展型权益状况。同乡网络对

农民工发展型权益影响如表５所示。无论是社保福利指数犃模型，还

是社保福利指数犅模型，同乡网络的影响均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同乡关系对发展型权益的影响，我们同时根据是

否有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带薪休假、病

假工资、产假工资八项指标，逐一建立二分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６

所示。总体而言，除了病假、带薪休假这两项短期福利指标外，其他各

项指标中同乡网络的影响都不显著。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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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与雇主同乡关系对劳工发展型权益的影响（社保福利指数）

社保福利指数犃

同市 同镇

社保福利指数犅

同市 同镇

同乡网络 ０．１５３ ０．２７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９８

（０．１４６） （０．１８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５１）

女性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年龄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教育水平 ０．２７０ ０．２７１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工作经验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熟人求职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工作流动 －０．２２５ －０．２２４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发展型务工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企业规模（参照组：≤９９人）

１００—２９９人 ０．６６２ ０．６６３ ０．５５２ ０．５５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０）

３００—９９９人 １．２１９ １．２２４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９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８）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人 １．２９３ １．２９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６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７）

≥３０００人 １．８２５ １．８２５ １．４０２ １．４０３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私企（参照组：个体及其他企业）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９）

行业（参照组：重工业制造业）

轻工业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３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０）

生产服务房产金融业 ０．５６４ ０．５６６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５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３）

其他服务业 －１．４８２－１．４８６－１．２２３－１．２２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４）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８）

建筑业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

生活服务业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９）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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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地（参照组：珠三角）

江苏省 ２．０５２ ２．０５９ １．５１０ １．５１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浙江省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８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６）

上海市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截距 －１．７２３－１．７４７－１．０２７－１．０４６

（０．３７７） （０．３７７）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４）

个案数 ２５０５　 ２５０５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３　

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０．３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７　

　　综上，从同乡关系对劳工底线权益、基本权益、发展型权益的影响

可以发现，雇主—工人同乡网络虽然对劳工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这种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关系背后是冰冷的现实———同乡组有

着更高的超时超强度加班发生率、更低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与更低的最

低工资标准达标率，并且阻碍了劳动者对一些更基本的法定权益的追

求，对劳工的发展型权益不存在显著影响，对劳工的基本权益则有负面

影响。虽然假设１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整体而言，同乡关系对劳工权

益的影响是消极的，成为侵害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的工具，对劳工发展

型权益也没有显著正面影响。

表６：与雇主同乡关系对劳工各项发展型权益的影响（犔狅犵犻狋回归结果）

发展权益
同乡网络（同镇）

系数 标准误

同乡网络（同市）

系数 标准误

病假工资 ０．４３９ ０．１９４ ０．３７２ ０．１４９

带薪休假 ０．３３９ ０．１９２ ０．２２９ ０．１４８

产假工资 ０．２９８ ０．３７３ ０．０７２ ０．２７３

医疗保险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７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９

养老保险 －０．０７８ ０．２２８ －０．２２６ ０．１７３

工伤保险 ０．０５２ ０．１９６ ０．０９ ０．１５

失业保险 ０．４４ ０．２８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０９

生育保险 ０．６６３ ０．４５２ ０．３４９ ０．３２８

　注：产假工资和生育保险只针对女性样本分析。模型的控制变量与表２至表５
相同。

（四）稳健性讨论：匹配样本与同乡网络关系的细分

为克服样本选择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后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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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设１至假设３进行进一步检验。该方法首先根据一系列影响个体

是否进入同乡网络的因素或特征变量建立犔狅犵犻狋或犘狉狅犫犻狋模型，并根

据该模型的结果估计样本中每一个人进入同乡网络的倾向值分数。第

二步是基于倾向值进行匹配。这里采用的是最临近匹配法，其基本思

想是：以上文估计出的倾向值为基础，前向或后向寻找与处理组（同乡

组）样本的倾向值最为接近的控制组（非同乡组）样本，作为前者的匹配

对象。匹配样本估计结果与匹配前样本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同时，我们也对同乡网络关系进行了细分，区分为四个相互联系的

同乡关系：同省同乡、同市同乡、同县同乡和同镇同乡，回归结果依然稳

健。出于简便，这里不再列出相关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小结：网络、互惠与劳工权益

长期以来，由于发展主义导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权益状况不

容乐观。在有关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国家对劳工

权益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甚至被视为提升劳工状

况、维护劳工权益的关键因素。但这些观点受到了劳工研究者的质疑，

批评者认为族群（同乡）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是复杂的，有时会成为

移民或者劳工追求合法制度性权益的障碍。本文考察了“雇主—工人

同乡”关系对农民工底线型权益、基本制度型权益与发展型权益的影

响。研究发现，“雇主—工人同乡”对农民工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积极

影响，对劳工的社会保障福利等发展型权益没有影响，更为重要的是，

同乡网络中的人情机制成为雇主剥削农民工的工具，妨碍了农民工的

劳动合同签订、最低工资标准达标等基本制度性权益，也与超时加班、

超强度加班联系在一起。

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同乡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相关文献

大多对同乡网络的作用持肯定看法，认为同乡网络是农民工重要的社

会资本，对其求职及社会融合具有积极影响。而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质

疑了这种观点，研究认为，这种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关系并不必然

是劳工权益的保护带。事实上，这种社会网络关系与资本管理方式一

起，成为规训工人、控制工人、剥削工人的工具，这也导致农民工在劳动

过程中的权益屡被侵犯（郑广怀，２００５）。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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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需要正式制度的落实，包括切实有效落实劳动合同法，通过正式制

度规范劳动用工。另一方面，需要官方组织或准官方组织的努力，特别

是企业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代表劳工权益，改善劳工处境，落实

劳工集体谈判权，为劳工争取更多的发展型权益。

而对农民工个体而言，在迁移过程中，同乡网络蕴含的信息与人情

机制有助于其更快地在流入地找到工作，降低迁移成本与风险。但是，

这种网络对其权益保护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维护其基本人权

等底线权益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表面温情脉脉的同乡关系

下是雇主利用亲情机制与顺从侵害劳工基本权益的现实。因此，对农

民工而言，无论是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还是更好地实现其基本权

益，都应该逐步摆脱这种网络的限制，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积累跨

越型的社会资本。

（二）创新、不足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直以来，社会网络被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对农民工权益产

生着重要影响。既有研究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求职、职业地位、工

资收入的影响，关系网络对于求职者的帮助几乎也已经成为定论。但

以往对社会网络的评估是整体性评估，忽视了网络的异质性与复杂性。

事实上，网络关系因为垂直地位、关系强度、网络水平地位的不同而存

在差异（张春泥、刘林平，２００８）。在农民工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同质

性的社会网络（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异质

性的网络有显著正向效应 （叶静怡、周晔馨，２０１０）。这意味着在分析

社会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网络的异质性与复杂

性，针对社会网络不同类型进行具体分析。就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

而言，基于组织视角，农民工网络可以区分企业内网和外网，而企业内

网又可以根据网络连接双方地位状况划分为不同类型：“雇主—工人同

乡”类型、农民工与企业内部工友的同乡类型（张春泥、刘林平，２００８），

还可以按照同乡地域范围大小，从省到乡镇进行分层次测量（张春泥、

谢宇，２０１３）。既有关于企业内部农民工同乡网络的研究大多为案例研

究，主要分析其对企业劳动体制的影响，对农民工的情感认同与控制，

很少聚焦于同乡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如犔犲犲，１９９５，１９９８；犘狌狀，

２００５）。关于企业内部农民工同乡网络作用的量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网

络对收入的影响（如犣犺犪狀犵犪狀犱犡犻犲，２０１３，２０１６；魏万青，２０１６），对这种

·２８１·

社会·２０１９·２



内部网络如何影响劳工的合同签订、超时加班、社保福利等权益因素则

缺少系统性关注。

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农民工的一般网络，本文关注企业内部

“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权益的影响，从网络广度或多样性来说，

连接的是企业的高层（雇主）与低层（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不

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对求职与收入的影响，本文关注这种

网络对劳工权益的系统性影响，因此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农民工社会网

络的作用的了解。基于同乡网络对劳工权益的影响，不难理解在资本

市场竞争激烈或者全球资本逐底竞争背景下，雇主基于同乡网络招募

工人，不仅仅是信息机制在起作用———招募更好的员工，同时也应该看

到同乡网络中情感认同机制的影响———成为雇主维持血汗工厂，剥夺

劳工、控制劳工的工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族裔理论的相关批

评（犘狅狉狋犲狊犪狀犱犑犲狀狊犲狀，１９８７）。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方法上，在稳健性分析

部分本文虽然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但采用的倾向值匹配方法，正如前文

所指出的，犘犛犕建立在可忽略性假设基础上，能解决可观察的样本选

择性偏误，但无法解决不可观察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二是受制于数

据可获得性，本文只能基于２０１０年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数据进行分

析，无法反映最近几年劳资关系与劳工权益的变化情况。此外，在劳工

权益的测量上，本文主要分析了人身侵权、工资获得、劳动合同签订、超

时加班、最低工资标准、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对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是

否到位等没有进行分析。对合同签订、加班、社会福利保障的分析，本

文的评估依然是整体性的，对加班、没有签订合同和购买养老保险的原

因没有进一步挖掘。虽然作者是从劳动法的角度来界定这些权益的性

质，但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本文没有企业层次的数据，因此难以检验到

底是经济体的不规范还是同乡关系作为剥削手段。许多农民工是自己

不愿意与企业签订合同，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合同会限制他们；

对于一些农民工来说，加班是增加收入的机会，没有加班可能会更糟；

一些劳工更愿意拿现金而不是购买养老保险。工人可以利用他们和雇

主的同乡关系，基于双方的信任，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基于实地调

查经验，即便劳工收入没有达到所在地市最低工资标准，其背后的原因

也非常复杂，除了前文提及的测量问题外，还有可能是雇主出于人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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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雇佣了“潜在失业者”，而离开了同乡雇主的帮助，这些工人很可能会

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些都构成了作者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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